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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农村“弟兄家”拟制亲属现象研究 
——基于宁海峡湾村的考察 

李永萍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通过对一个浙东村庄社会关系的调研发现，以互助为主要目的的“弟兄家”拟制亲属现象在当地村庄非

常普遍，构成农民社会互助体系的重要补充。“弟兄家”关系具有功能性强、组织性强、私人性强及适应性强的

特征。由弱血缘关系和弱地缘关系共同塑造的弱社会关系结构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塑造的村民向内的生

活面向，是“弟兄家”关系产生的村庄社会基础。“弟兄家”、血缘、地缘关系三种关系形态在村庄中“三足鼎立”、

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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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mitated kinship of “brothers” in east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Xiawan village in Ninghai county 

Li Yongp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survey in the east village of Zhejiang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imitated kinship of “brothers” 
aimed at mutual help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local village and it constitutes the important supplements of 
farmers’ social mutual aid system. The “brothers” relationship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ly functional、
organizational、individual and strong adaptability. The weak social structure which is shaped by weak blood relationship 
and weak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inward life orientation which is shaped by the small-scale、self-sufficient 
economy, is the social basis of “brothers” relationship. Blood relationship、geopolitical relations and "brother" 
relationship forms the tripartite confrontation in village, each in its prope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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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村落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可

以将其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即“亲属关系”和“非

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包括“由生育带来的血亲群

体和由婚配带来的姻亲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属于传

统的先赋关系范畴” [1]；非亲属关系主要包括邻里

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等。对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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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是人类学关注的重点，然而，

已有研究主要是关注基于生育和婚姻基础上的“生

物亲属”，对基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后天建构的

“社会亲属”关注不够。20 世纪 60 年代，在反思
传统亲属关系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英国人类学家尼

达姆指出，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不能局限于自然或

生物意义上的亲属关系探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亲

属关系同样重要[2]。 
在中国乡村社会的语境中，社会性亲属又称拟

制亲属关系，它是亲属关系的扩展形式，是社会成

员通过某种仪式同与自身没有任何血缘、姻缘关系

的其他社会成员结为亲属，双方形成一定的权利和

义务关系。拟制亲属关系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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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典型的如认干亲、结拜兄弟(姐妹)、弟兄家等。
对于拟制亲属关系学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如尚

会鹏以西村为例，研究了中原地区普遍存在的“认

干亲”现象，并对“认干亲”双方的权利—义务关
系进行了探讨[3]。蓝希瑜对赣南畲族“认表亲”现

象进行了田野考察，指出“认表亲”本质上是赣南

畲人扩展社会圈子的实践，更是小姓畲人的一种社

会适用策略，“赣南畲人认表亲与当地的移民历史、

姓氏宗族和族群关系紧密相关”。 [4]李虎从功能主

义视角出发，对壮族社会各种拟制亲属关系类型进

行了考察，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其存在的

社会文化功能，如整合社区、规范行为、教化人群

及抚育儿童的功能[5]。罗忱通过对黔东南地区高排

苗族的拟制亲属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基于拟制

亲属的群体整合可发生在个体之间，也可发生在家

庭、家族之间……拟制亲属不仅是个人扩大社会网
络的实用策略，也是维持苗族村落内部秩序的重要

机制”。[6]可以看出，已有成果主要是从功能主义视

角出发，研究各种拟制亲属关系的特点及其功能。

这一研究视角主要是将各种拟制亲属关系当作村

庄社会的既存现象进行分析，忽视了对其形成原因

的探讨。实际上，拟制亲属关系在村落社会中的出

现有其村庄社会基础，只有把握了其形成的基础才

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社会关系在村落社会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通过典型个案考察浙东农村的“弟兄

家”①这一当地相当普遍的拟制亲属关系的特点及

其形成的村庄社会基础，进一步反思当地村庄的社

会关系形态。研究对象为浙东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

庄——峡湾村②。 

二、“弟兄家”拟制亲属关系及其特征 

峡湾村位于浙江省宁海县东南部，乡政府所在

地距县城 12 公里，该村靠近海港，是一个典型的
“滨海村庄”，大部分村民从事海水养殖或与之相

关的行业。该村始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
至今有 500多年历史。全村共 878人，315户，分
四个村民小组。该村共有 26个姓氏，其中陈、王、
应、许为村里的大姓，这四大姓氏人口数约占全村

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 
2015年 7月，我们在峡湾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

的驻村调研③，发现“弟兄家”关系相当普遍，并

且在农民的生活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结“弟兄

家”的传统在当地由来已久，据村民介绍，1949年
以前当地就有男子相互结“弟兄家”的现象。而在

当下，年龄在四五十岁及以上的男子九成以上都有

自己的“弟兄家”，二三十岁的男子五成左右有“弟

兄家”。“弟兄家”关系一般是在男子 20 岁左右缔
结，大部分“弟兄家”团队的人数为 8—11人，一
个男子一生中只能加入一个“弟兄家”团队。结“弟

兄家”关系既可以发生在不同姓氏之间，也可以发

生在同姓之间，甚至堂兄弟之间也可以结为“弟兄

家”，只要年龄相仿即可。能够结成“弟兄家”的

通常是儿时或上学期间要好的玩伴，且主要局限在

本村范围内。当地结“弟兄家”并不需要特别的仪

式，在村民看来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看到

别人都结了(弟兄家)，我们也结”。“弟兄家”之间
一般都年龄相仿，这便于相互之间的帮忙。“弟兄

家”之间的关系通常都是得到父母认同的，此外，

也会出现有的父母觉得哪几个男子比较好而让自

己的儿子主动与之结成“弟兄家”的情形。当地人

认为，在村庄里能够顺利结到“弟兄家”是人缘好

的表现，如果一个男子没有“弟兄家”，会觉得没

面子，在村里很孤独，甚至在结婚时由于没有“弟

兄家”帮忙而让岳父母看不起。 
“弟兄家”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或兄弟关系

有所不同，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性强。“弟兄家”主要是一种功能性组

织，缔结之初就有其比较明确的目的，主要是在结

婚、建房、白事、照顾父母等方面相互帮忙。“弟

兄家”关系一旦建立，就会形成一套责任义务体系。

如“弟兄家”中有人结婚时，其余兄弟就要去当伴

郎；“弟兄家”父母生病时，其余兄弟就要去探望

和帮忙照顾；“弟兄家”父母去世时，其余兄弟要

去陪同“守夜”；“弟兄家”建房时，其余兄弟都要

无偿地去帮工。 
案例 1(201507081)：FQL，38岁，有 11个“弟

兄家”，这在村里算是人数比较多的。他提到，“结

弟兄家就是为了以后有互帮互助的人。我们这里一

直以来都有这种风气，我父亲那一代人，基本都有

弟兄家；我这一代人，结弟兄家的最多”。并且，“有

的人(人缘不好)，别人也不愿意和他做弟兄。弟兄
家团队是以家庭做事为主，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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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社会上的义气。当伴郎，白事上一起守夜，抬

棺，都是弟兄家的责任”。 
事实上，结婚时的相互帮忙是当地男子缔结

“弟兄家”关系最直接的诱因，正如很多村民提到，

“有人快要结婚了，就想到要结弟兄家了”。而在

建房、白事、照顾父母等方面的互助是其衍生出来

的功能。 
案例 2(201507082)：XXF，62岁，有 8个弟兄

家。XXF说，“我们几个是 20岁左右同时结的弟兄
家。当时(我们中)有人要结婚，就提出结弟兄家。(我
们中)有四个人来找我，我就答应了，也没什么仪式。
主要是结婚时帮一下忙，有的建房、务农、父母生

病，弟兄家都要帮忙”。 
可以看出，经常的互助在“弟兄家”之间形成

一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情感和责任义务关

系。其关系的纽带，也不会因为职业的差异和经济

的分化而受到影响。因此，“弟兄家”团体本质上

是一种功能性很强的生活互助团体。 
(2)组织性强。“弟兄家”关系的组织性主要表

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每个“弟兄家”内部都会形

成一些交往规则，对成员相互之间的行为进行一定

的规范。这些交往规则涉及多个方面，如相互帮忙

的范围、人情往来的礼金大小、成员的权利义务关

系等。比如，案例 2 中 XXF 的“弟兄家”团队，
在缔结时就说好了在哪些事情上要相互帮忙。 

“我们几个都说好的，自己结婚、老人去世、

建房、老人生病都要来帮忙，儿子结婚就不用来了，

浪费太大了，这是我们的规定”。(2015 年 7 月 10
日上午访谈资料) 
又如，XRY的“弟兄家”团队一个有 6个人，

他们在人情礼金上制定了规则。“我们弟兄家之间

上礼金是有规定的，都是 500元(现在该村一般水平
是 1 000元)。五六年前第一个(弟兄)的儿子结婚时
就说好了，不涨，当时一般水平是 500元。以后我
们都给 500元。弟兄之间生活水平也有高有低，定
高了，穷的也走不起”。(2015 年 7 月 11 日上午访
谈资料) 
第二，“弟兄家”团队成员之间在应尽的责任

义务上会形成相互监督，如果有谁没有履行应该承

担的责任，其余弟兄就会形成一股督促的力量。当

地一位男子提到，“如果在这些大事上(红白事、建

房、父母生病等)弟兄家中有谁没有来，其余弟兄就
会说(他)”。 

第三，“弟兄家”团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一

旦相互之间结成“弟兄家”，就不能轻易解散或退

出。即使“弟兄家”内部少数成员之间有矛盾，也

不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稳定。 
案例 3：YKX是案例 2中 XXF的“弟兄家”

之一，他提到，“结成弟兄家之后，一般都不会退

出，你不可能与 8个人同时有矛盾，最多是个把人
之间有矛盾”。“如果两个弟兄之间有严重矛盾，那

这两个人之间就不会相互帮忙，但这并不会影响这

两人与其他几个弟兄家之间的关系”。在 YKX的弟
兄家内部，就出现了两个弟兄闹矛盾的情况，原因

在于一个弟兄和另外一个弟兄的老婆之间有不正

当关系，并且被后者发现，“两个人打了一架，从

此绝交”。“但其余弟兄家里有什么事，他们两个都

会去，只是不再像原来那样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

饭”。 
从组织角度而言，“弟兄家”关系是一种非正

式的组织形态，成员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并非以某

个人为核心，并且成员之间会形成相互监督与相互

约束。这使得“弟兄家”关系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

的朋友关系，朋友关系一般而言是基于共同的爱

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即 A与 B是朋友，
A 与 C 也是朋友，但 B 与 C 不一定是朋友，因而
朋友关系比较松散，且随时可以退出，组织性较弱。 

(3)私人性强。“弟兄家”关系的私人性主要表
现为这种关系不能继承，父亲之间是“弟兄家”关

系并不代表儿子之间也一定是“弟兄家”关系。事

实上，这种关系主要是以男子个体为核心建立起来

的，甚至都不能扩展到家庭和家族。“弟兄家”关

系有其本身的生命历程，其生命力的发挥与成员本

身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很大关系。在缔结之初，成员

之间互动密集，“弟兄家”关系显现出旺盛的生命

力；在成员结婚时，“弟兄家”关系发挥的作用最

大；而等到所有成员都结婚后，“弟兄家”情感关

系逐步淡化，但仍然会发挥互助功能；随着成员逐

渐去世，“弟兄家”关系自动瓦解。由此可以看出，

“弟兄家”关系具有很强的私人性。 
(4)适应性强。弟兄家关系主要是作为适应当地

农民社会互助的需求而形成的功能性关系，它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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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而是随着个体人生阶段的变

化逐步将个体编织进入弟兄家的网络之中。“弟兄

家”关系的情感强度在成员的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

的表现，弟兄家成员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情感性，

只是相互间的情感交流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其

强弱程度有所不同。在缔结之初，“弟兄家”成员

都没有结婚，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小一起上学的玩

伴，也有少部分在以前并没有什么交集。但结为“弟

兄家”之后，就经常在一起喝酒、玩，此时相互之

间的情感互动最为密集，事实上这已经为今后成员

间的互助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然而，随着“弟

兄家”成员相继结婚，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他

们再也不能像结婚之前那样整天玩在一起，新的人

生阶段需要他们在各自的家庭中扮演起新的角色。

因此，结婚之后，“弟兄家”成员之间平常的情感

互动越来越少，相互之间的情感关系也会逐渐弱

化，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在紧要关头时相互帮忙。

正如该村一位男子所言，“刚开始几年(刚结为“弟
兄家”的前几年)我们经常一起喝酒、打牌、玩，成
家后就走不到一起了，平常也没什么交流，但谁家

办事都要走到一起，不需要请，就主动过来”。因

此，可以看出，在缔结“弟兄家”关系之初，成员

之间通过密集的互动建立起情感基础。成家之后，

“弟兄家”成员之间的情感互动虽逐渐减少，但弟

兄之间存在的责任与义务并不会因为情感的弱化

而消失，“弟兄家”关系的适应性较好地维持了团

队的生命力。 

三、“弟兄家”拟制亲属关系生发的诱因 

“弟兄家”关系在峡湾村及其周边村庄普遍存

在，有其特有的村庄社会基础。一方面，由弱血缘

关系和弱地缘关系共同形塑的弱社会关系结构，使

得村庄内部的社会互助体系发育不足；另一方面，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塑造了村民“向内”的生活面

向，加之市场化力量进入程度有限，村民在生产生

活中有互助的需求。这种互助的需求并不能通过有

限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得到满足，因此，村庄中的个

体要不断地建构与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以应对

生活中的不时之需，“弟兄家”关系由此成为当地

农民最为普遍的建构性社会关系之一。现将其诱因

分述如下： 

 (1)弱血缘关系。曹锦清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时考察了浙北村庄的人情与关系网，指出，“三四

十年代的浙北乡村的绝大多数村落内，宗族组织已

经瓦解，宗族血缘认同已经大大地弱化，宗族共同

体除了参加族人的婚丧外，已不承担其他的社会职

能，村落内部结构已由‘家庭组合型’占绝对主导地
位。村落即由一个一个独立化、个体化的小农家庭

所组成，而整个乡村即由这样的村落所组成”。 [7]

峡湾村的宗族情况同曹锦清所考察的浙北村落相

似，村内宗族组织不发达，村民的宗族观念不强。

当地村民虽然偶尔也会提到自己的“宗族”，但实

际上，村民残存的对于宗族的认知更多体现在象征

和文化意义层面，宗族在村庄中的现实功能基本消

失殆尽。在村庄内部，比较密切的血缘关系只存在

于三服以内的兄弟和堂兄弟之间，出了五服之外的

同姓村民之间在社会交往上则与普通村民差不多。

并且，即使是兄弟之间，在当地村庄所能发挥作用

的空间也有限，主要限于家庭生活层面的事务，而

在村庄层面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例如，弟弟和另

一村民打架，哥哥一般不会去帮忙，因为“现在是

法治社会”。 
弱血缘关系在小家庭和大家族上都有体现。首

先，在小家庭内部，兄弟之间、代际之间的关系都

很薄弱，分家后各个子代家庭相对独立，没有很强

的“长兄如父”的伦理责任，兄弟关系的好坏不是

由先赋的血缘关系决定的，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

天的相互交往。其次，在大家族内部，同姓之间的

整合程度并不高。例如，在红白事上，家族内来帮

忙的人也很有限，一般限于兄弟、堂兄弟之间，而

家族内部其余成员是否会来帮忙则要依据两家人

平常的关系而定。 
峡湾村的弱血缘关系结构与其通婚圈有很大

关系。该村是一个杂姓村，共有 26 个姓氏，一直
以来，当地都盛行村内通婚。现今村内四五十岁这

一辈群体，村内通婚率达到 70%左右④。村内通婚

的基本前提是不能同姓，因而，频繁的村内通婚现

象使得各姓氏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姻亲关系

对宗亲关系的切割，不利于宗族关系的发展和延

续，因此形成了具有血缘关系的同姓成员之间较弱

的认同感和相对松散的关系形态。 
(2)弱地缘关系。弱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小组内



 
 

第 16 卷第 6 期                    李永萍 浙东农村“弟兄家”拟制亲属现象研究                          43 

 

部的认同不强，小组不是一个完整的互助圈和人情

圈。在峡湾村，村民的地缘性关系很有限，主要局

限于自己房前屋后的几户邻居以及小组内平常关

系好的几户人。该村的居住格局极其紧凑，村庄内

部除了老年人协会之外，基本没有其余的公共空间

或公共场所供村民日常交流。此外，随着个体隐私

观念的增强，村民之间相互串门的现象越来越少，

这使得生活于同一村庄的村民之间形成“熟悉而不

亲密”的关系形态。 
相对于血缘关系而言，地缘关系对村民的强制

性更弱，很容易因为邻里矛盾而使本已弱化的地缘

关系瓦解。当地村庄小组内部并没有形成地缘性认

同，也没有形成完善的互助体系。例如，当地村民

办红白事时小组内的成员并不会全部都去参加，一

般只有邻居和平常关系好的朋友才会去。 
“没有这个习惯(小组都来参加)，一直以来都

是这样，生产队里，(关系)好一点的就来，(关系)
一般的就不来。都要去请，请了别人才会来，不请

不会来。搞起来不好(生产队全来不好)，太浪费”。
(2015年 7月 10日上午访谈资料) 

在小组认同强的地缘性村庄(如山东、江西、陕
西等地)，红白事作为村庄内部的公共性事件，小组
成员都会积极参与，并且小组内部会形成一个完整

的互助体系。而在峡湾村，即使是诸如红白事等仪

式性场合，其所能辐射的地缘性关系也很有限。 
（3）向内的生活面向。“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

会内，除了承担生产和生活职能的家庭组织之外，

别无其他社会中间组织资源。利用自然形成的血

缘、亲缘或拟似的亲缘关系达到互助协作的目的；

这是乡村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7]。在中国大部分

村落里，农民都需要在村庄内部形成一个互助体

系，以在生产和生活上相互帮助。峡湾村是一个典

型的农业型村庄，由于靠近海港，地理位置优越，

大部分村民都以海水养殖或海上捕捞为生，现今 50
岁及其以上的村民基本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塑造了村民“向内”的生活面向，

且由于市场化力量进入村庄的程度有限，村民在生

产生活中都有互助的需求。 

总之，在弱社会关系结构下，村庄本身的互助

体系发育不足，这就使得村庄中的个体必须要建构

新的社会关系，以帮助自己完成生活中的重大事

务。在此背景下，“弟兄家”关系的出现，构成了

农民日常生活互助体系的重要补充。从村民办酒席

时的帮工来源可以看出，来帮忙的人都是以主家为

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具有个体

性和特殊性，并不会扩展到村庄“公”的层面，因

此，依托这些关系的村落互动不足形成的村落公共

规则，弟兄家关系为当地村民提供了一条走出私人

生活的补充方式。 

四、“弟兄家”关系之上的村庄社会关系 

本文从浙东农村的“弟兄家”关系切入，以此

来理解当地村庄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

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状态。弱血缘关系以及弱地缘关

系，共同塑造了当地村庄弱社会结构的形态。衡量

社会关系的强弱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社会关系的

广度，二是社会关系的强度。社会关系的广度指的

是村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大小，峡湾村大部分村民的

社会关系网络很有限，无论是人情圈还是互助圈，

都维持在一个最基本的范围之内，主要包括兄弟、

堂兄弟、近亲、邻居、关系好的朋友。社会关系的

强度指的是村民相互之间的互动频次以及关系的

紧密程度，就峡湾村而言，村民之间呈现出的是一

种弱关系状态，一般只在重大事情上相互走动，日

常互动很少。 
由此可见，当地形成了血缘、地缘和“弟兄家”

关系并存的社会关系格局，这三种关系形态在村落

社会中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且三种关系形态

之间并不相互冲突和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

一方面，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广度和强度均不

足，形成了对以“弟兄家”关系为主的拟制亲属关

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弟兄家”关系也不足以完

全替代原来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而，村庄并没有

形成以某一种社会关系为主的关系格局。 
血缘关系的主导将形成富有规则和整合能力

的社会结构，地缘关系的主导则会形成建构性较强

而结构性较弱的“散射格局”[8]。与上述两种情况

不同，峡湾村呈现的是一种“混合”的村庄社会结

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人们的行动逻辑并非“差

序格局”，而是一种富有弹性和选择性的“分工格

局”：私人生活在血缘关系的范畴之下展开，情感

关系在地缘关系之下展开，仪式性关系和公共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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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要借助于“弟兄家”关系展开。不同的关系形态

在村庄中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在这种村庄社会结

构之下，很难说哪一种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并统摄其

他两种关系。当然，弱结构并不是无结构，熟人社

会仍然有存在的空间。这种弱社会结构下的村庄社

会关系的模式和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社会关系的个体性。在村落内部，虽然

每个个体及家庭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但这种

社会关系是以个体及家庭为中心的，具有个体性与

特殊性。个体的社会关系都是基于个体需求、在个

人能动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体的社会关系“不

会拓展到全村落，村落也仅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圈

子” [8]。因此，在村落内部能够看到的只是以个体

及其家庭为核心的一个个社会关系网络，但每一个

社会网络之间是相对独立、互不重合的，村落就是

由众多私人社会关系网络组合而成的地域结构，在

村庄内部并不能形成对每个私人关系网络的整合。

这与宗族性村庄存在很大差别，在宗族性村庄里，

在个体及其家庭之上，存在一个关系链条将全村人

统合起来，“整个村落的生者、死者以及未出世的

人，都可以被纳入一个关系网络中。在这种关系网

络中，每个人处于整体结构的特定位置之上，人伦

关系决定了个体需要服从整个关系网络”[8]，并按

照“差序格局”[9]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的功能性与工具性。在弱社会

结构的村庄里，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主要是为

了满足互助的需求，社会关系的工具性色彩浓厚，

而情感性色彩较弱。社会关系能否维持以及维持的

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该关系是否能够满足人们互

助的需求。正如当地的“弟兄家”关系，其建立之

初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即满足成员在结婚、

建房、白事等方面的互助。如果“弟兄家”关系不

能继续满足人们互助的需求，那么这一文化惯习在

当地就极有可能就此中断。事实上，峡湾村很多村

民提到，现在二十多岁这一代年轻人结“弟兄家”

的现象远远少于他们的父辈及祖父辈。这与当地村

庄逐渐开放有很大关系，一方面，随着市场的力量

向村庄渗透越来越强，原来需要村民互助的很多事

项会逐渐被市场化所替代；另一方面，与其父辈不

同，现在年轻的一代普遍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因

而他们在建构社会关系时具有更多的选择性。 

第三，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性。当地社会关系的

个体性及其工具性，也就决定了该关系的不稳定

性。事实上，社会关系的个体性也就意味着该关系

可以因个体喜好而结成，也可以因个体喜好而终

结，个人之见的矛盾也难以通过结构性的力量得到

及时化解；而社会关系的工具性和功能性，则意味

着该关系可以“因利益而起”，也可以“因利益消

失而亡”。如果能够满足互助的目的，那么村民会

继续维系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满足，那么该

关系就极有瓦解的可能性。因而，在弱社会结构下，

村庄不具有超越个体及其家庭之上的结构性力量

对个体进行整合，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具有不稳定性。 
综上，“弱社会结构”是浙东大部分村庄的普

遍特征，村民之间保持着“熟悉而不亲密”的关系

形态，个体及其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都维持在最为

基本的范围之内，无论是亲缘关系(血缘和姻缘)、
地缘关系还是建构性社会关系(如弟兄家)，其涉及
的人员范围都很有限。在村庄内部，每个个体及其

家庭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是高度个体化的、不

可共享的。村庄社会内部不存在超越于独立的个体

性社会网络之上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而

只是各种独立的、个体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叠加。 
“弟兄家”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以互助为

主要目的的功能性组织。“弟兄家”关系在浙东农

村的普遍存在，正说明了当地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

系为核心的互助体系发育不完善；而村民生活面向

的向内性，决定了当地人对基于村庄范围内的基本

互助体系还存在强烈的需求。因而，“弟兄家”关

系的出现，构成了当地农民日常生活互助体系的重

要补充。必须看到，随着村庄的开放性程度越来越

高，市场化力量在村庄的渗透力越来越强、以及个

体在建构社会关系时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弟兄

家”关系在当地更为年轻一代的男子身上有逐步弱

化的趋势，但这并不能消解当前其在村庄社会中所

发挥的功能。 
 

注释： 

① “弟兄家”为当地方言，当地发音为“dixiongguo”。 

② 按学术规范，本文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已经做了相应技

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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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此次调研主要关注了村庄社会关系、村庄社会交往、农

民的家庭以及村庄治理等方面，其中重点关注了当地普

遍存在的“弟兄家”现象。参与此次调研的还有田孟、杜

姣，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于集体讨论的启发，特此表示

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④ 这与这一辈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靠
海吃饭”，如今 50 岁及其以上这一批人基本没有外出务

工的经历，其交往圈基本在村庄内部。 

⑤ 这与户主的职业有关，户主本身是在外面做厨师的，因而

把自己手下的徒弟叫过来帮忙，而没有叫村里的人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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